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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嵌入环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

文　武　吕建阳　张海洋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数字技术行业投入制造业环节至最终品的距离度量数字技术嵌

入环节偏向，利用跨国面板数据研究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影响。结

果表明：第一，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有明显的“倒 U 型”影响，引

导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更有利于促进其 GVC 分工地位攀升。第二，偏向中

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可通过放大创新边界与能力拓展、成本节约及网络链接强化等效

应，更为有效地推动 GVC 分工地位提升。第三，相对处于 GVC 高地位的国家，数字技术

嵌入环节偏向对处于 GVC 低地位国家的制造业分工地位的“倒 U 型”影响更明显，偏向中

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是处于 GVC 低地位国家加速分工地位赶超的关键之举。分行业看，

上述“倒 U 型”影响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更突出。第四，进一步研究发现，

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还有助于更大化缓解一国高技术中间品进口依赖，并

更为有效地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经济增长质量。以上结论对我国优化产业数字化

发展战略、助力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赶超和高质量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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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自世界经济进入第四次科技革命以来，数字技术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分

工演进中的作用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已有文献虽然普遍认同加大数字技术投入可助力产业攀

升 GVC 中高端的积极作用，但忽视了该作用是否因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不同而异。在这一研究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球价值链嵌入下‘稳增长’的实现机制及策略研究”（18CJL011）；浙江理工大学

青年创新专项“二元嵌入视角下数字技术推动双重价值链国内延伸的机制和政策研究”（23096016-Y）。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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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下，大多文献认为只要推动数字技术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赋能制造业，即可充分发挥其效

能，基于此构建的 GVC 分工地位提升策略脱离了对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差异化作用的考虑，可能导

致政策效果不佳，使我国错失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国际分工制高点的良好契机。目前，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面临高昂成本和明显阵痛（刘淑春等， 2021），通过优化数字技术嵌入环节以充分释

放其效能，不仅是避免数字化转型走弯路、加快破解转型阵痛的关键之举，更是放大数字化转型效

果、助力制造业加速攀升 GVC 中高端的重要保障。鉴于此，本文将研究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

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这对于我国合理定位数字化发展战略，加快国际分工地位赶超有重要参考

价值。

近年来，数字技术领域的文献不断增多，其中，一类文献致力于数字技术嵌入程度的识别。从

方法演进脉络来看，学界和一些国际组织最早讨论了国民经济核算（OECD， 2015）、增加值统计

（Knickrehm 等， 2016）等在数字经济规模识别中的应用。此后指数编制方法逐渐普及，大多学者建

立了涵盖数字产业发展、数字设施、平台和数字化水平的综合指标（柏培文、张云， 2021； 杜直前， 
2023），然而这些指标侧重于从供给侧反映数字技术发展，未能基于技术使用者视角建立科学衡量

方法。鉴于此，学者们通过开展产业间投入产出分析，利用消耗系数或附加值贡献建立识别方法

（戴翔、杨双至， 2022； 王彬等， 2023），提升了识别结果的准确性。目前学界基于以上方法对我国

数字技术发展、嵌入各产业程度及区域和行业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高敬峰、王彬， 2020； 汤渌洋

等， 2023），但鲜有文献关注数字技术嵌入产业部门的环节偏向，尽管有学者基于经验总结发现我

国产业链不同环节的数字技术嵌入水平存在不均衡特征（焦勇， 2020），但相应识别方法缺失导致

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的研究局限于浅层定性层面。

另一类文献关注数字技术和 GVC 分工地位间的关系。人工智能作为数字技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积极作用备受关注（Acemoglu 等， 2020），国内外学者指出加大人工智能应用力度可优化资源

配置（Acemoglu 和 Restrepo， 2018），并通过降本增效等途径，提高 GVC 分工地位（刘斌、潘彤， 
2020）。信息化是数字技术嵌入产业部门的具体体现，张辽和王俊杰（2020）通过揭示信息化水平

对 GVC 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为学界理解数字技术的作用提供了重要证据。近年来，学者们不断

改进数字技术嵌入程度测度方法，开始借助投入产出分析考察数字技术的影响，发现数字技术深

度嵌入产业部门可提升 GVC 各参与方联结紧密度（Foster 等， 2018），使中小企业得以融入 GVC 获

取分工利益（Jouanjean， 2019），并通过降低成本、改善人力资本结构，推动一国 GVC 分工地位提升

（齐俊妍、任奕达， 2021； 李晓静等， 2023）。杨仁发和郑媛媛（2023）从 GVC 长度视角进行的分析

再次印证了上述作用。

目前，学界在上述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已有文献集中于探讨数字技

术嵌入程度如何影响 GVC 分工地位，尚未明晰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的作用和机理，难以为我国

优化数字化发展战略进而加快 GVC 分工地位赶超提供借鉴；二是现有基于指数编制、消耗系数和

附加值贡献的度量结果，均只能反映数字技术嵌入程度，尚未形成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的识别

方法，导致其与 GVC 分工地位间关联的实证研究难以开展。鉴于此，本文将识别制造业的数字技

术嵌入环节偏向，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其对 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

一，将数字技术与 GVC 分工地位间关联这一领域的研究从仅考虑数字技术嵌入程度深入到关注嵌

入环节，既有效拓展该领域研究范围，又为我国加快 GVC 分工地位赶超提供重要参考；第二，结合

数字技术赋能中游环节后对上下游产生的辐射作用，从创新边界和能力拓展、成本节约及网络链

接强化等方面阐释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 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为我国合理制定数字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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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提升数字化转型效果提供依据；第三，基于数字技术行业投入制造业环节至最终品的距离

形成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的度量方法，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事实考察增添实用工具。

二、  数字技术嵌入环节与 GVC分工地位的特征分析

（一）方法构建

1. 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的测算方法

本文参考 Antràs 等（2012）、陈晓华等（2019）的研究，基于数字技术行业投入制造业环节至最

终品的距离测算制造业的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在封闭状态下，数字技术行业 g 的产出（Yg）与

国内对该行业的最终需求（Fg）、该行业产出被制造业作为中间品的金额（Zg）、被其他行业作为中

间品的金额（Lg）及存货变动（Ig）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Yg = Fg + Zg + Lg + Ig （1）
将制造业行业 j生产 1 单位产品所要投入数字技术行业 g 的中间品金额记为 dgj，可得：

Yg - Ig - Lg = Fg + Zg = Fg +∑
j=1

N

dgj (Yj - Ij - Lj ) （2）

其中，N 表示制造业行业数量。考虑到制造业行业 j的产品也往往以中间品形式被 k、l 等其余

制造业行业吸收，那么将式（2）展开可得：

Yg - Ig - Lg = Fg +∑
j=1

N

dgj F j +∑
j=1

N

∑
k=1

N

dgk dkj F j +∑
j=1

N

∑
k=1

N

∑
l=1

N

dgl dlk dkj F j + ⋯ （3）

上式等号右侧各项表示数字技术行业 g 产品被投向的各独立生产阶段，根据 Antràs 等（2012）
的思路，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则能以上述各生产阶段至最终品的平均距离来表示：

PHg = 1 × Fg

Yg - Ig - Lg

+ 2 ×
∑

j=1

N

dgj F j

Yg - Ig - Lg

+ 3 ×
∑

j=1

N

∑
k=1

N

dgk dkj F j

Yg - Ig - Lg

+

             4 ×
∑

j=1

N

∑
k=1

N

∑
l=1

N

dgl dlk dkj F j

Yg - Ig - Lg

+ ⋯
（4）

其中，PHg 表示数字技术行业 g 嵌入制造业的环节偏向。参考 Antràs 等（2012）的做法对式（4）
做线性化转换，并进一步考虑开放经济条件，即纳入数字技术进出口可得： 

PHg = 1 +∑
j=1

N dgj (Yj - Ij - Lj ) + Xgj - M gj

Yg - Ig - Lg

Uj = 1 +∑
j=1

N

λgjU j （5）

λgj = [ ]dgj (Yj - Ij - Lj ) + Xgj - M gj (Yg - Ig - Lg ) （6）
其中，dgj (Yj - Ij - Lj ) (Yg - Ig - Lg )表示制造业行业 j消耗数字技术行业 g 产品的比例；Uj 表示

行业 j的上游度。Xgj 代表外国制造业行业 j消耗本国数字技术行业 g 产品的金额，M gj 表示本国制造

业行业 j消耗国外数字技术行业 g 产品的金额。鉴于 Xgj 与 M gj 两项数据难以获取，本文参考 Antrà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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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2）的研究，令 Xgj 占本国数字技术行业 g 出口的比例与 M gj 占本国从国外数字技术行业 g 进口

的比例等同于 λgj，得到式（7）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指数：

PHg = 1 +∑
j=1

N dgj (Yj - Ij - Lj )
Yg - Ig - Lg - Xg + M g

Uj （7）

PHg 数值越大，意味着制造业更多地将数字技术行业 g 的产品投入上游生产阶段，使得数字技

术行业 g 嵌入制造业的环节越偏向上游，距离最终产品越远。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制造业各行业上

游度 Uj 进行测算时，鉴于以往研究多采用的等间距上游度测算方法将临近工序间距设定为 1，无法

体现各环节主体因增值能力不同而造成的生产阶段间实际距离差异，因此，本文采用纳入增值能

力的开放条件下非等间距上游度方法（周华等， 2016），提高了 Uj 测度结果的准确性，进而使得 PHg

的识别结果更为可靠。另外，本文借鉴刘洋等（2020）、王彬等（2023）的定义，将计算机电子和光学

设备制造（D26）、电信（D61）、信息技术和其他信息服务（D62T63）行业归入数字技术行业，继而利

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OECD-ICIO），识别了各国三类数字技术行业分别

嵌入制造业的环节偏向。

2.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算方法

本文基于 OECD-ICIO 和 Wang 等（2013）构造的附加值分解模型，得到各国出口附加值的具体

成分，然后参考 Koopman 等（2010）的研究，利用式（8）度量 GVC 分工地位。其中，GVC_POi，t 表示 t

年 i国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IVi，t 和 FVi，t 分别表示 i国制造业出口中的间接国内附加值以及国外附

加值，TEi，t 表示 i国制造业出口附加值总额。GVC_POi，t 变量取值越大，表明 i国制造业 GVC 分工地

位越高。

GVC_POi，t = ln ( )1 + IVi，t

TEi，t

- ln ( )1 + FVi，t

TEi，t

（8）

（二）特征分析

本文计算了 2000—2018 年 65 个国家（地区）①制造业的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和 GVC 分工地

位，然后根据研究需要，以年度为单位，测算每个国家三类数字技术行业嵌入制造业环节偏向的均

值，并按照均值降序排序情况，在排除环节偏向均值处于最高和最低 10% 的两端拖尾样本后，将嵌

入环节偏向均值处于前 10%~40% 分位数的国家定义为上游偏向国家，将嵌入环节偏向均值处在

40%~60% 分位数的国家定义为中游偏向国家，将其余国家定义为下游偏向国家，相应地分别计算

了三类国家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均值。由表 1 可知，中游偏向国家的 GVC 分工地位要明显高于上

游和下游偏向国家，意味着制造业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与 GVC 分工地位间的联系可能存在“倒

U 型”特征，偏向制造业中游生产环节嵌入数字技术的国家，往往在 GVC 体系中占据更高分工地

位，而偏向制造业两端环节嵌入数字技术的国家，在 GVC 体系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分工位置。接下

来，本文将剖析这一现象的形成机理。

①　包含：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

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阿根廷、巴西、文莱、保加利亚、柬埔寨、中国内地、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印

度、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哈萨克斯坦、老挝、马来西亚、马耳他、摩洛哥、缅甸、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

加坡、南非、泰国、突尼斯、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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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与制造业 GVC分工地位均值

年份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上游偏向国家

分工地位

-0.0914
-0.0921
-0.0942
-0.0985
-0.1077
-0.0905
-0.0912
-0.1119
-0.0814
-0.0889

环节偏向

1.2096
1.2078
1.2068
1.2003
1.1783
1.1890
1.1904
1.1948
1.1891
1.1803

中游偏向国家

分工地位

-0.0772
-0.0751
-0.0628
-0.0831
-0.0669
-0.0698
-0.0912
-0.0644
-0.0719
-0.0781

环节偏向

1.0583
1.0552
1.0499
1.0435
1.0396
1.0397
1.0388
1.0375
1.0385
1.0344

下游偏向国家

分工地位

-0.1216
-0.1164
-0.1241
-0.1184
-0.1306
-0.1145
-0.1260
-0.1309
-0.1198
-0.1319

环节偏向

1.0300
1.0288
1.0255
1.0230
1.0206
1.0190
1.0165
1.0162
1.0153
1.0135

三类样本国家总体

分工地位

-0.0991
-0.0969
-0.0975
-0.1021
-0.1060
-0.0942
-0.1042
-0.1071
-0.0933
-0.1022

环节偏向

1.1050
1.1031
1.1001
1.0952
1.0850
1.0885
1.0878
1.0891
1.0868
1.0818

三、  理论分析

目前，已有理论大多关注数字技术嵌入度对 GVC 分工地位的作用，尚未解释数字技术的作用

是否因嵌入环节偏向不同而异。事实上，中游生产环节是形成制造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

（陈晓华等， 2019），引导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不仅可夯实该环节的创新、成本和生

产网络链接等优势，而且凭借该环节对上下游的承接联通作用，可将数字技术的积极效应向全产

业链辐射放大，进而更有效地推动 GVC 分工地位攀升。具体途径如下。

第一，放大创新边界与能力拓展效应。促进创新是各国在 GVC 中建立技术优势进而攀升有利

分工位置的核心战略与根本动力，而中游环节作为制造业的关键生产阶段，所拥有的创新水平更

是产业塑造核心竞争力、掌控 GVC 中高端的重要依托。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通过

有效降低该环节企业信息传递成本（Yoo 等，2012），一方面可拓宽其获取国内外需求知识的渠道，

使中游企业及时发现最新市场需求动态并据此定位新的创新方向；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中游企业整

合外部高质量要素和多样化知识提供便利，缓解技术开发面临的知识困境并降低要素和技术门槛

（沈坤荣等， 2023），有利于中游企业拓展创新边界，提升创新能力。同时，在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

嵌入数字技术的情况下，借助数字模拟技术的深度应用，中游企业可实现对创新方案的可行性研

判，进而尽可能规避研发风险，缩短研发周期并提升研发效率。尤其是偏向中游的数字技术嵌入

模式还有助于该环节企业借助数据与知识共享的便利化，建立创新联盟，促进独立创新走向协同

创新，进而大幅提升创新边界与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中游环节创新边界拓展和创新能

力增强将抬高对上游原料供应种类、质量及技术含量的门槛要求，通过“需求引致创新”倒逼上游

企业加大研发创新力度并在创新方向上与中游企业实现良性耦合，形成技术突破的合力；另一方

面，中游环节企业积累的新技术和知识在投入产出关联的作用下，可向下游企业溢出，有助于促进

下游企业创新，从而将中游环节的创新优势延伸至下游，拓展制造业全产业链的创新边界并提升

创新能力，最终放大创新边界与能力拓展效应，驱动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获得更大幅度攀升。

第二，放大成本节约效应。中游环节因生产难度和复杂度较高，形成了高昂生产成本，加之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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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对跨区域生产组合有更高要求，从而加重了流通成本压力，这会挤压制造业附加值产出，成为

限制其 GVC 分工地位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推动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不仅可极大

改善该环节企业跨区域协调沟通效率以降低流通成本（Dana 和 Orlov， 2014），还能借助业务流程的

智 能 化 管 理 使 中 游 企 业 形 成 科 学 合 理 的 生 产 规 划 方 案 ，在 减 少 制 造 过 程 出 错 率 的 同 时

（Brynjolfsson 和 McAfee， 2017），提升生产资料调配使用效率（齐俊妍、任奕达， 2021），进而降低中

游环节成本投入，扩大竞争优势，破解成本因素对制造业附加值获取和 GVC 分工地位提升的制约。

更进一步，中游环节低成本优势能在投入产出关联的作用下减少下游企业成本投入，有利于提高

最终品竞争力并使下游企业获取更多附加值；同时，中游环节成本降低还会激励该环节企业扩大

生产规模，进而增加对上游原料供应的需求，有助于带动上游企业借助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而

这一成本降低作用又会再次向中游和下游环节传递，形成成本节约的良性循环。在此情形下，偏

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带来的成本节约效应通过向不同环节辐射并放大，成为驱动整个产业链

降成本、攫取产品附加值的重要引擎，从而为制造业创造更大价值增值空间，更有利于 GVC 分工地

位提升。

第三，放大网络链接强化效应。中游环节是制造业产业链最核心、对上下游起到关键承接作

用的链条部分，偏向在该环节加强数字技术投入力度，可通过降低信息沟通、仓储物流等交易成本

（Goldfarb 和 Tucker， 2019），深化中间环节的细化分工。同时，偏向中游嵌入数字技术还能便利该

环节企业充分整合外部相关碎片化生产资源，进而融入更多企业成为同一环节上的分工参与者

（王迎等， 2023），并凭借数字化平台催生的协同制造模式，增强该环节参与者之间的关联紧密度和

协作生产能力，形成生产网络链接强化效应，继而推动中游环节供应能力与质量上升。在此基础

上，一方面，中游环节企业基于数字化场景与国内外市场进行有效沟通，可开发并精准对接下游企

业生产需求，在上述供应能力与质量提升作用的加持下，有助于推动中间品本土替代，将下游企业

原本对国外中游环节企业的中间品需求进行内部化，从后向关联视角链接并强化国内生产网络；

另一方面，中间环节供应质量提升又会带动上游企业不断细化分工协作、延长生产链条长度，以充

分吸收本土多样化比较优势资源，满足中游环节更高供应质量的要求，这又能从前向关联视角链

接并强化国内生产网络，最终放大生产网络链接强化效应，为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攀升奠定链接

紧密且各环节供给能力强健的本土产业链基础，进而更大化提升 GVC 分工地位。综上，提出假说 1
和假说 2。

假说 1：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倒 U 型”特征，制造业偏向

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更有利于其 GVC 分工地位攀升。

假说 2：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可通过放大创新边界与能力拓展、成本节约和网络

链接强化等效应，更大化驱动 GVC 分工地位提升。

一般来说，处于 GVC 较低地位的国家往往在中间制造环节有着先天劣势，这成为产业链的短

板与制约制造业攀升 GVC 中高端的关键因素。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

可通过创新边界与能力拓展、成本节约和网络链接强化等效应有效弥补中游环节短板，破除 GVC
分工地位提升的关键阻力；同时，依靠中游环节对其余环节的承接联通作用，又可将这些积极效果

向全产业链延伸放大，为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加速赶超构筑重要动力。反之，若处于 GVC 低地位

国家的制造业偏向两端环节嵌入数字技术，则难以消除中间环节先天劣势对分工地位攀升的阻

碍，严重制约数字技术提升 GVC 分工地位的效果。因此，对于低分工地位国家而言，数字技术嵌入

环节偏向对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的“倒 U 型”影响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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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行业来看，劳动密集型行业国际竞争力更多地取决于设计和品牌营销等环节，数字技

术赋能中游生产环节优势扩大可能也无法有效提升其 GVC 分工地位；同时，由于该行业各生产阶

段复杂度偏低，易发生生产者相互替代，造成环节间关联度较差，无法为数字赋能积极效应的环节

间传递奠定基础，因此，上述“倒 U 型”影响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可能并不明显。相反，资本和技术密

集型行业中游环节的技术难度和附加值较高，是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并且由于这两类

行业的技术和中间品可替代性低，各环节形成了紧密联系。那么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则

能在有效强化这两类行业核心环节优势的基础上，将这一积极效应传递至上下游环节，最终更大

化 GVC 分工地位提升效果，使得上述“倒 U 型”影响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更为突出。据此提出

假说 3。
假说 3：相比而言，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 GVC 分工地位的“倒 U 型”影响对处于 GVC 低地

位的国家更为明显；同时，该“倒 U 型”影响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更为突出。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本文关注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基于上文理论分析，将基准

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GVC_POi，t = β0 + β1 PHig，t + β2 PH 2
ig，t + β3Controlsi，t + ϑt + ϑig + εig，t （9）

其中，t表示年份，i表示国家，g 表示数字技术行业。GVC_POi，t 代表 i国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

度量方法见式（8），PHig，t 表示 i 国数字技术行业 g 嵌入制造业的环节偏向，度量方法见式（7），PH 2
ig，t

为该变量的平方项，Controlsi，t 为控制变量，ϑt 和 ϑig 分别代表时间和国家-行业固定效应，εig，t 表示

随机扰动项。本文实证研究样本期为 2000—2018 年，包含 65 个样本国家（地区）。控制变量包含：

（1）数字技术应用水平（DIG），以制造业总产出中来自三个数字技术行业的增加值份额度量；（2）劳

动力数量（L），以劳动力总量的对数值度量；（3）外贸开放度（OPEN），使用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

重表示；（4）经济发展水平（ECD），以对数化的人均 GDP 度量；（5）税收负担（TAX），使用税收占 GDP
的比重表示；（6）制造业规模（SCARE），以制造业总产出的对数值度量；（7）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

（GJS），利用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总出口的比重表示；（8）外商直接投资强度（FDI），使用外商

直接投资净流入额占 GDP 的比重表示。其中，DIG 变量数据是本文利用 OECD-ICIO 和 Wang 等

（2013）构造的附加值分解模型测算所得，总产出数据来自 OECD-ICIO，其余变量数据来自 WDI 数
据库。①

（二）基准回归

本文利用最小二乘法对计量模型进行基准回归，表 2 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指数

（PH）的系数显著为正，其平方项（PH2）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有“倒 U 型”特征，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深度嵌入数字技术更有利于推动其

GVC 分工地位提升，与假说 1 相符。根据以上结论可推断：第一，目前，部分学者发现我国制造业中

游环节的数字技术嵌入水平明显较低（焦勇， 2020），这不仅脱离了我国中间制造环节存在明显劣

势进而亟待数字赋能的客观需求，而且可能导致数字技术对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无法

①　限于篇幅，正文未报告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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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充分释放；第二，引导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是加速 GVC 分工地位赶超的关键之

举。现有文献普遍建议推动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数字赋能，未考虑数字技术的作用是否因嵌入

环节偏向不同而异，可能难以有效发挥政策效果。未来要更大化数字技术的积极效能，那么在制

定数字化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上述“倒 U 型”特征，鼓励制造业在中游环节深度嵌入数

字技术，以形成 GVC 分工地位赶超的更强动力。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PH

PH 2

DIG

L

OPEN

ECD

TAX

SCARE

GJS

FDI

常数项

时间固定效应

国家-行业固定
效应

样本量

R2

（1）
0.7478***

（0.0982）
-0.2654***

（0.0354）

-0.5991***

（0.0652）
是

是

3705
0.9256

（2）
0.7234***

（0.0982）
-0.2566***

（0.0354）
0.6485***

（0.1271）

-0.5918***

（0.0651）
是

是

3705
0.9260

（3）
0.6498***

（0.0943）
-0.2302***

（0.0338）
0.4829***

（0.1294）
0.0886***

（0.0079）

-0.3159***

（0.0667）
是

是

3705
0.9288

（4）
0.6403***

（0.0853）
-0.2285***

（0.0307）
0.8987***

（0.1189）
0.0307***

（0.0073）
-0.0745***

（0.0033）

-0.3869***

（0.0603）
是

是

3699
0.9400

（5）
0.6565***

（0.0844）
-0.2329***

（0.0303）
0.7089***

（0.1252）
0.0333***

（0.0071）
-0.0704***

（0.0035）
0.0102***

（0.0025）

-0.3968***

（0.0596）
是

是

3699
0.9405

（6）
0.4914***

（0.0666）
-0.1741***

（0.0239）
0.3731***

（0.1151）
0.0209***

（0.0068）
-0.0704***

（0.0038）
0.0173***

（0.0024）
-0.1604***

（0.0145）

-0.2913***

（0.0479）
是

是

3396
0.9582

（7）
0.4927***

（0.0667）
-0.1745***

（0.0240）
0.3831***

（0.1144）
0.0281***

（0.0069）
-0.0662***

（0.0039）
0.0338***

（0.0050）
-0.1413***

（0.0155）
-0.0170***

（0.0048）

-0.2455***

（0.0504）
是

是

3396
0.9584

（8）
0.4739***

（0.0668）
-0.1666***

（0.0240）
0.2824**

（0.1167）
0.0240***

（0.0072）
-0.0663***

（0.0039）
0.0422***

（0.0049）
-0.1343***

（0.0153）
-0.0235***

（0.0047）
-0.0127*

（0.0073）

-0.2313***

（0.0502）
是

是

3213
0.9626

（9）
0.4745***

（0.0654）
-0.1662***

（0.0235）
0.2450**

（0.1158）
0.0252***

（0.0072）
-0.0649***

（0.0039）
0.0436***

（0.0049）
-0.1426***

（0.0150）
-0.0240***

（0.0047）
-0.0127*

（0.0074）
0.0063***

（0.0018）
-0.2286***

（0.0492）
是

是

3213
0.9628

注：括号中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三）内生性检验①

考虑到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和 GVC 分工地位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

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研究，为此构建了以下三个工具变量。

①　限于篇幅，正文未报告内生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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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参考施炳展和游安南（2021）的做法，分别测算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指数及其平方项与

对应变量的均值之差，取三次方作为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IV-a）。

二是参考陈东和秦子洋（2022）的研究，基于移动份额法建立 Bartik 工具变量，即借助变量初始

值与总体增长率模拟估计值，估计值则具有与实际值强相关而和残差项不相关的特征。本文首先

测算每一年度全球（除本国外）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的均值 HPt，然后计算该均值的变动率 GPt =
HPt /L.HPt，基于移动份额法建立的 Bartik 工具变量为 IV=GPt×L.PHig，t，L.PHig，t 表示滞后一期的数字

技术嵌入环节偏向指数。本文对 IV 进行标准化后，以其一次项和二次项分别作为当期数字技术嵌

入环节偏向及环节偏向平方项的工具变量（IV-b）。

三是为强化 Bartik 工具变量的经济含义，本文以人均收入水平为依据，将各年样本以 10%、

20%、…、90%的分位数分为 10组，然后延续上述思路，计算各组内除本国外的其余国家数字技术嵌入

环节偏向均值的变动率，利用该变动率乘以滞后一期的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的方式获取估计值，进

行标准化后以其一次项和二次项形成又一工具变量（IV-c）。人均收入采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2017年不变价）与一国从业人数之比反映，数据来自 WDI和 Penn World Table数据库。从经济含义

来看，人均收入较为一致的国家，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以及两者具有的比较优势更为接近，

使得制造业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及演进趋势具备相似性，那么利用组内其余国家 PH变量均值变动

率获取的估计值，则与当前本国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具有明显相关性，但由于构建 IV-c工具变量的

基础是组内其他国家的 PH变量变动率，由此获得的估计值难以直接影响本国制造业 GVC分工地位，

因此，该工具变量具有外生性特征。检验结果显示，以上工具变量无不可识别和弱识别问题，并且 PH

变量及其平方项的系数未发生较大变动，说明在考虑内生性的条件下，本文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①
本文采用了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变量。一是分别使用封闭条件和开放条件

下的等间距上游度方法，结合式（7）测算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二是将 GVC 分工地位测算范围扩

大到全行业；三是参考王岚和李宏艳（2015）的方法，借助 GS 指数度量各国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

第二，剔除样本。一是剔除 PH 变量和 GVC 分工地位变量 1% 的极大值和极小值；二是分别剔除前

七大经济体和高水平数字化国家。②第三，划分不同时间段进行检验。分别利用 2000—2008 年与

2009—2018 年的样本进行回归，以明晰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 GVC 重构是否会引起数字技术嵌入环

节偏向的作用发生改变。第四，变换回归方法。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在 25%、50%、75% 分位数处

检验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的作用是否一致。经过以上处理，本文发现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的

“倒 U 型”影响恒成立，可见基准结果是可靠的。

（五）作用机制检验

结合前文分析，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可通过放大创新边界和能力拓展、成本节

约及网络链接强化效应，对 GVC 分工地位产生更大提升作用，因此，本文从创新、成本和生产网络

链接三个方面研究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影响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的机制。

1. 对创新边界和能力拓展机制的分析

本文参考沈坤荣等（2023）的研究构建知识宽度指标，即 PHHIi，t = 1 -∑
L

ϕ 2
iL，t，刻画 i国 t年的创

①　限于篇幅，正文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②　根据 IMF 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剔除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巴西前七个经济大国。根据 DIG 变量均

值排序，剔除以色列、瑞士、芬兰、美国、新加坡、韩国、菲律宾七个高水平数字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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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边界拓展情况，其中，ϕiL，t 代表 i国专利授权总量中 L 技术领域的专利授权量占比，数据来自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数据库。PHHIi，t 取值越大，意味着专利授权涉及的技术领域越广泛，表现出创新边

界有所拓展。同时，本文从创新投入、产出和效率三个维度度量各国创新能力，具体而言，采用研

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R&D）和人均专利申请量（PATENT）分别度量创新投入和产出，并借鉴诸

竹君等（2020）的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创新效率（RDE），对此取对数后引入实证分析，数

据来自 WDI 数据库。基于以上变量的分析结果见表 3，①其中，阶段一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嵌入环

节偏向对创新边界和创新能力均有“倒 U 型”影响，意味着偏向制造业中游环节的数字技术嵌入模

式更有利于拓展一国创新边界和能力，原因是偏向中游嵌入数字技术可在赋能该环节创新的基础

上，倒逼上游环节创新并依靠投入产出关联向下游环节溢出创新优势，从而更大化拓展制造业全

链创新边界和能力。阶段二结果显示，创新边界和能力拓展对 GVC 分工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进

而表明，引导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可通过放大创新边界和能力拓展效应而更为有效

地提升 GVC 分工地位。

表 3 对创新边界和能力拓展机制的检验结果

变量

PH

PH 2

PHHI

R&D

PATENT

RDE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国家-行业固定
效应

样本量

R2

（1）
阶段一

PHHI

0.2817***

（0.0955）
-0.0985***

（0.0331）

是

是

是

2301
0.5918

（2）
阶段二

GVC_PO

0.5291***

（0.0738）
-0.1844***

（0.0265）
0.0666***

（0.0144）

是

是

是

2301
0.9597

（3）
阶段一

R&D

0.0107*

（0.0064）
-0.0042*

（0.0022）

是

是

是

2793
0.9602

（4）
阶段二

GVC_PO

0.4182***

（0.0708）
-0.1485***

（0.0253）

0.9092***

（0.2152）

是

是

是

2793
0.9637

（5）
阶段一

PATENT

0.3322***

（0.0706）
-0.1234***

（0.0262）

是

是

是

3012
0.9435

（6）
阶段二

GVC_PO

0.3616***

（0.0660）
-0.1260***

（0.0237）

0.0957***

（0.0245）

是

是

是

3012
0.9645

（7）
阶段一

RDE

7.2554**

（2.9918）
-2.4015**

（1.0669）

是

是

是

2385
0. 7659

（8）
阶段二

GVC_PO

0.4190***

（0.0837）
-0.1465***

（0.0302）

0.0018***

（0.0006）
是

是

是

2385
0. 9644

2. 对成本节约机制的分析

目前，部分学者从贸易成本、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等角度构造的测算框架，仅能反映产业成

本的某一方面，无法全面衡量成本投入。鉴于此，本文基于 OECD-ICIO，采用投入产出比度量制造

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库和 WDI数据库缺失部分国家数据，导致各列回归分析样本量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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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本投入，该方法可更为全面且直观地反映制造业创造单位产出所需以来自国内外各行业中间

投入形式体现的成本投入水平，实证中分别使用中间品投入与总产出之比（COST-a）、中间品投入

与附加值产出之比（COST-b）作为代理变量，检验结果见表 4。其中，阶段一结果显示，制造业偏向

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更有利于节约成本投入，这是由于偏向中游环节的数字技术嵌入模式可在

降低该环节成本投入的基础上对上下游形成辐射作用，从而放大成本节约效应。同时，阶段二结

果显示，成本投入对 GVC 分工地位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成本下降有利于扩大制造业价值创造空

间，是 GVC 分工地位提升的重要动力。由此可知，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可通过放大成本节

约效应驱动 GVC 分工地位实现更大化攀升。

表 4 对成本节约机制的检验结果

变量

PH

PH 2

COST-a

COST-b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国家-行业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阶段一

COST-a

-0.1180*

（0.0662）
0.0428*

（0.0235）

是

是

是

3213
0.9095

（2）
阶段二

GVC_PO

0.4293***

（0.0588）
-0.1498***

（0.0211）
-0.3831***

（0.0184）

是

是

是

3213
0.9675

（3）
阶段一

COST-b

-1.3099**

（0.6458）
0.4237*

（0.2278）

是

是

是

3213
0.9205

（4）
阶段二

GVC_PO

0.4324***

（0.0604）
-0.1526***

（0.0218）

-0.0322***

（0.0019）
是

是

是

3213
0.9672

3. 对生产网络链接强化机制的分析

本文参考 Wang 等（2017）建立的生产长度测度方法，基于 OECD-ICIO 测算各国国内生产步长，

以反映生产网络链接强度。具体而言，首先测算各国制造业行业维度的前向国内生产长度 PLv 和

后向国内生产长度 PLy。两者取值越大，表明国内生产阶段数越多，各行业通过整合本土生产要素

所建立起的国内生产网络链接越发紧密。然后以各行业产出在制造业总产出中的份额为权重，分

别对 PLv 和 PLy 变量进行加权求和，获得各国制造业前向国内生产长度（FLVC）和后向国内生产长

度（BLVC），并以两者相乘的方式测度制造业国内总生产长度（LVC），三者能够分别从前向关联、后

向关联和总体三个层面反映制造业国内生产网络链接紧密度。表 5 报告了机制分析结果。其中，

阶段一结果显示，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能够更大化提升国内前向、后向和总生产长

度，进而放大国内生产网络链接强化效应；同时，阶段二结果表明，国内生产网络链接增强能够形

成强健的国内产业链基础，有利于促进 GVC 分工地位攀升。这表明引导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

数字技术将通过放大国内生产网络链接强化效应，从而更为有力地推动 GVC 分工地位上升。以上

分析印证了本文假说 2 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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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对生产网络链接强化机制的检验结果

变量

PH

PH 2

FLVC

BLVC

LVC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国家-行业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阶段一

FLVC

0.7239***

（0.1988）
-0.2226***

（0.0715）

是

是

是

3213
0.9336

（2）
阶段二

GVC_PO

0.4294***

（0.0618）
-0.1524***

（0.0220）
0.0622***

（0.0073）

是

是

是

3213
0.9640

（3）
阶段一

BLVC

1.0237***

（0.2014）
-0.3417***

（0.0714）

是

是

是

3213
0.9423

（4）
阶段二

GVC_PO

0.3798***

（0.0612）
-0.1346***

（0.0217）

0.0925***

（0.0078）

是

是

是

3213
0.9655

（5）
阶段一

LVC

3.0801***

（0.6877）
-0.9902***

（0.2458）

是

是

是

3213
0.9472

（6）
阶段二

GVC_PO

0.3958***

（0.0607）
-0.1409***

（0.0215）

0.0255***

（0.0022）
是

是

是

3213
0.9651

（六）动态检验①

数字技术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改革不仅涉及大量要素、资金的长期投入，而且还关

乎一国产业基本发展格局和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因此，考察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是否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动，对一国准确定位数字化发展的长期战略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为此，本文对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的影响进行动态分析，结果显示，在对 PH 变量及

其平方项分别滞后 1~4 期的情况下，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制造业 GVC 分工地位的“倒 U 型”影

响始终保持稳定，表明偏向制造业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能在长期更大化发挥 GVC 分工地位提升

作用。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在规划数字化转型和 GVC 分工地位提升的长期战略时，需遵循该“倒 U
型”影响机制，重视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中游环节的深度应用。

（七）异质性分析②

一是考虑分工地位的异质性分析。目前，我国制造业仍处在相对较低的分工位置，对攀升

GVC 中高端有迫切需求，但同时也面临着高地位国家对其环节攀升施加的控制，那么我国能否依

靠数字技术中游嵌入，加快 GVC 分工地位赶超进程，是亟待探讨的又一问题。为此，本文将分工地

位高于全样本均值的国家定义为 GVC 高地位国家，反之定义为 GVC 低地位国家，然后分组进行异

质性检验。研究发现，与 GVC 高地位国家相比，GVC 低地位国家样本回归结果中 PH 变量及其平方

项的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要更高，说明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低地位国家 GVC 分工地位的“倒

U 型”影响更为明显，与假说 3 一致。因此，对于处在较低分工地位的中国而言，要凭借数字技术加

①　限于篇幅，正文未报告动态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②　限于篇幅，正文未报告异质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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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GVC 分工地位赶超，迫切需要引导制造业将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中游环节，以夯实 GVC 分工地位

的赶超动力。二是考虑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分析。本文依次识别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

造业行业的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然后分别研究其对三种要素密集型行业 GVC 分工地位的影

响。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劳动密集型行业 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不显著，上述“倒 U
型”影响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更加突出，与假说 3 相符。因此，未来我国数字技术嵌入环节

优化的战略构建，应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为重点。

五、  进一步分析

核心中间品和关键技术引进曾是支撑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和出口能力提升的重要外力，但目前

针对这些中间品和高技术的封锁手段，已经成为部分国家限制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及 GVC 分工地位

提升的政治工具与制裁利器，使得中间品尤其是高技术中间品进口成为外界风险输入的途径之

一，制造业客观上存在被锁定在低利润、低附加值生产阶段的风险，阻碍外贸与国家经济高质量发

展。因此，本文将进一步研究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中间品进口、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经济增

长质量的影响，以明晰偏向中游嵌入数字技术能否帮助制造业破解以上困局，从而为我国外贸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参考依据。

（一）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与中间品进口

本文结合 OECD-ICIO，以各国制造业消耗他国中间品占其中间品总消耗的比重计算制造业中

间品进口依赖（IPD），并使用 IPD 变量和中间品进口复杂度交叉的方式度量制造业对高技术中间

品的进口依赖（HIPD）。中间品进口复杂度的测算过程是，首先，参考 Rodrik（2006）构建的式（10）
方法计算各行业中间品出口复杂度 PRODYh，t，其中，IEXa，t 和 IEXah，t 分别为 a 国整体和 a 国 h 行业中

间品出口金额，Ya，t 是 a 国人均 GDP。然后，鉴于一国中间品进口来源国的出口复杂度越高，意味着

该国进口复杂度也越高，本文参考陈晓华等（2021）的研究，利用式（11）测算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复

杂度 PRODM i，t，IMPih，t 表示 i国 h 行业进口中间品的金额。

PRODYh，t =∑
a

IEXah，t /IEXa，t

∑
a

IEXah，t /IEXa，t

Ya，t （10）

PRODM i，t =∑
h

IMPih，t

∑
h

IMPih，t

PRODYh，t （11）

基于上述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可见，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中间品进口依赖以及高

技术中间品进口依赖的影响均有“U 型”特征，这表明推动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更有

利于夯实一国在中间环节的创新、成本和生产网络链接等优势，提升中间品自主生产能力和自给

比率，进而更大程度地降低中间品尤其是高技术中间品进口依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制

造业为了迅速提升竞争力，选择进口替代本土制造的“走捷径”方式攻克中间品供应难题，在长期

中导致众多企业在中间品领域存在一定的外源依赖和进口品选择偏向，这不仅使我国制造业生产

收益被国外中间品供应商所侵占，还会增加其遭受国外关键中间品断供和技术“卡脖子”的风险。

上述结论为我国借助数字技术嵌入环节优化，在未来实现中间品尤其是高技术中间品自主生产，

减少进口依赖进而缩小风险传输渠道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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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对嵌入环节偏向和中间品进口的研究结果

变量

PH

PH 2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国家-行业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IPD

-0.7409***

（0.1245） 
0.2571***

（0.0453）
否

是

是

3705
0.9201

（2）

-0.5934***

（0.0915） 
0.2044***

（0.0335） 
是

是

是

3213
0.9605

（3）
HIPD

-0.8002***

（0.1473）
0.2815***

（0.0531） 
否

是

是

3705
0.9225

（4）

-0.6366***

（0.1120）
0.2240***

（0.0404）
是

是

是

3213
0.9596

（二）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本文根据 Wang等（2013）提出的附加值分解模型，结合 OECD-ICIO 测算了各国制造业总出口中

的国内附加值比重（DV）、被国外吸收的国内附加值比重（DVA）、出口中间品的国内附加值比重

（DV_INT）和出口最终品的国内附加值比重（DV_FIN），作为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代理变量，实证结果

见表 7。可知，偏向中游嵌入数字技术更有利于提高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使一国获取更多出口利益。

出口增值水平有限是我国在 GVC 中出现“低端锁定”风险的重要表现之一，我国制造业在攀升 GVC
高端环节的过程中，往往会遭受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以及利用压低价格实施的“利润侵蚀”，使我国

制造业既难以通过技术引进与模仿实现技术进步，又丧失了依靠利润积累为自主研发投入资金的能

力，最终可能被迫落入低附加值环节。上述结论意味着，促进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通

过赋予全产业链更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成本和国内生产网络优势，更有利于破解发达国家的制

衡，进而在 GVC分工中更大化攫取贸易附加值利益，避免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生产阶段。

表 7 对嵌入环节偏向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研究结果

变量

PH

PH 2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国家-行业固定
效应

样本量

R2

（1）
DV

0.5671***

（0.1088）
-0.1973***

（0.0392）
否

是

是

3705
0.9325

（2）

0.4237***

（0.0757） 
-0.1442***

（0.0270）
是

是

是

3213
0.9645

（3）
DVA

0.5645***

（0.1073）
-0.1955***

（0.0386）
否

是

是

3705
0.9306

（4）

0.4184***

（0.0750）
-0.1420***

（0.0267）
是

是

是

3213
0.9628

（5）
DV_INT

0.5339***

（0.1126）
-0.1865***

（0.0408）
否

是

是

3705
0.9265

（6）

0.3747***

（0.0801）
-0.1290***

（0.0288）
是

是

是

3213
0.9578

（7）
DV_FIN

0.6290***

（0.0968）
-0.2185***

（0.0350）
否

是

是

3705
0.9393

（8）

0.5189***

（0.0759）
-0.1757***

（0.0270）
是

是

是

3213
0.9642

（三）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从经济增速、增长稳定性和生产效率三个方面度量经济增长质量。一是经济增速（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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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国 GDP 增长率表示，数据来自 WDI 数据库。二是经济增长稳定性（STAB），首先利用 HP 滤波

法获得各国 GDP 的波动性成分，然后计算其五期滚动标准差，取倒数后作为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代

理变量，STAB 变量数值越大，表明经济增长稳定性越强。三是生产效率，首先，参考蒲阿丽和李平

（2019）的研究，利用劳动要素生产率、资本要素生产率和其余要素生产率三者相乘的方式反映总

体生产效率（EFFI），其中，劳动要素生产率以产出和从业人员数量之比表示，资本要素生产率以产

出和资本存量之比表示，其余要素生产率以基于 LP 法测算所得全要素生产率表示，数据来自

WIOD 社会经济账户数据库（SEA）；其次，鉴于 SEA 时间跨度较短，基于此测算生产效率会减少样

本量，本文还利用 Penn World Table 数据库提供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度量生产效率（TFP）。另外，

本文基于经济增速（EG）、增长稳定性（STAB）和生产效率（TFP）三个指标，采用熵值法测算了一国

整体经济增长质量（ZB）。基于各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 8。

表 8 对嵌入环节偏向和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结果

变量

PH

PH 2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国家-行业固定
效应

样本量

R2

（1）
EG

0.9569***

（0.2327）
-0.3294***

（0.0826）
否

是

是

3705
0.5471

（2）

0.9175***

（0.2591）
-0.3138***

（0.0912）
是

是

是

3213
0.6168

（3）
STAB

0.9849***

（0.3369）
-0.3375***

（0.1224）
否

是

是

3705
0.5172

（4）

1.5717***

（0.3651）
-0.5386***

（0.1334）
是

是

是

3213
0.5642

（5）
EFFI

0.8934*

（0.5098）
-0.3439**

（0.1738）
是

是

是

1806
0.8849

（6）
TFP

0.4473***

（0.1510）
-0.1551***

（0.0540）
是

是

是

3147
0.7574

（7）
ZB

0.4466***

（0.1048）
-0.1586***

（0.0380）
否

是

是

3705
0.5774

（8）

0.6080***

（0.1114）
-0.2090***

（0.0404）
是

是

是

3213
0.6182

结果显示，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可更大化提升经济增速、稳定性及生产效率，从

而更为有效地改善一国经济增长质量，并且进一步以整体经济增长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本文

得到了相同结论。联系上述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与中间品进口、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实证结果

可知，该结论表明，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可通过有效提高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而加大

出口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并通过有效减少中间品进口而尽可能遏制外界风险传输，有助于国

家经济增速、增长稳定性和生产效率实现最大化上升，是未来我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抓手。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数字技术行业投入制造业环节至最终品的距离识别制造业的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

利用 2000—2018年 65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其对 GVC 分工地位的影响和作用渠道，主要得

到以下结论。（1）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制造业 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有明显“倒 U型”特征，鼓励制

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更有利于提升 GVC 分工地位，经过内生性、稳健性和动态检验后，

该结论始终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通过放大创新边界和能力拓展效

应、成本节约效应和生产网络链接强化效应，推动 GVC 分工地位实现更大化攀升，进而形成上述“倒

U 型”影响。（3）与处于 GVC 高地位的国家相比，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处于 GVC 低地位国家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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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位的“倒 U型”影响更为明显，处于 GVC低端位置的中国可通过引导制造业在中游环节深度嵌入

数字技术而加快 GVC 分工地位赶超。同时，通过细分行业考察发现，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劳动

密集型行业 GVC 分工地位并无显著影响，而引导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

数字技术更有利于其 GVC分工地位攀升。（4）进一步研究发现，推动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

术还有助于更大化缓解中间品尤其是高技术中间品进口依赖，并更为有效地促进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和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可成为推动外贸和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

本文为我国优化数字化发展战略、加快制造业 GVC分工地位赶超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经

验证据，所得结论有鲜明的政策启示，即我国应遵循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 GVC分工地位的“倒 U
型”影响，引导制造业将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中游环节。具体而言，首先，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

业为重点，优先尝试在核心零部件制造、设备供应等中游环节企业落实数字化转型费用加计扣除政

策，并将贷款利率优惠、减税、补贴等措施实施力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计划及所处环节相挂钩，大力提

升中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激励。同时，建立专项基金，重点资助中游环节企业员工专业化技术培训活

动，提高员工技能与智能化技术的匹配度，助力中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及转型效果提升。其次，进一步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技术研发资金和人员投入，以政府直接科技投入为引领，鼓励数字

技术企业加强对底层技术、前沿技术的开发，形成自主可控、供给强健的数字技术产业体系，增强其服

务于中游高复杂度生产阶段数字化转型的能力，为中游环节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良好的环境支撑。

再次，加强区域间经济开放，积极深化本土生产分工，增强不同区域、不同行业间分工联系，建立各环

节联结紧密、稳固畅通的国内产业链条，为中游环节数字赋能效应向上下游传递奠定扎实基础。最

后，鼓励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持续监测制造业的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据此优化调整数字化政策，在

长期中稳定中游环节的数字技术高嵌入度，以持续发挥偏向中游的数字赋能对全产业链创新边界和

能力拓展、成本节约及网络链接强化的积极效应，形成促进 GVC分工地位不断攀升的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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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bedding Sec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Global Value 

Chain Status
WEN Wu, LYU Jianyang, ZHANG Haiyang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310018)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the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Existing literature generally agrees that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digital 

technology can help industries to climb to the high end of GVCs， but overlooks whether such effect varies 

depending on different sections where digital technology is embedded.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GVC statu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of previous research neglect the differentiated effec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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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in different sections， which may lead to poor policy outcomes and cause China to miss the good 

opportunity to seize commanding height 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latest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urrentl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aces high costs and obvious 

throes. Optimizing the section where digital technology is embedded to fully release its effect is not only the 

key measure to avoid detours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resolution of transformation 

thro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amplify the effec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help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rise to the higher end of GVCs at a faster pace.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studying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bedding section bias on GVC statu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optimize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mprove its GVC status. 

Based on the distance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input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final products 

to measure the digital technology embedding section bias， this paper employs transnational panel data to 

study its impact on GVC statu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digital technology embedding 

section bias ha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the GVC statu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guiding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embed digital technology in midstream is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ir GVC status. Secondly， embedding digital technology in midstream can amplify the effect of 

expanding innovation boundary and capability， reducing cos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duction network 

linkage， thereby more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GVC status. Thirdly， compared to high-GVC-status 

countries， the inverted U-shaped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bedding section bias is more prominent in 

low-GVC-status countries. Embedding digital technology in midstream is a key measure for low-status 

countries to accelerate their catch-up. Fourthly，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embedding digital technology in 

midstream is more conducive to alleviating import dependence of high-tech intermediate products， and can 

more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omestic value-added rate of ex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which can 

serve as a strong lever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and national economy.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can be derived from this paper： China should follow the inverted U-shaped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bedding section bias on the GVC status， and guide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deeply embed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midstream sectio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academic knowledg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is 

paper shifts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GVC status from merely 

considering the embedding level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focusing on the embedding section， which not only 

effectively expands the scope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but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China to improve its 

GVC status. Secondly， by combining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rom midstream to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technology embedding 

section bias on the GVC status from the aspect of expanding innovation boundary and capability， reducing 

costs， and strengthening production network linkages， which provide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China to 

formulate sound digit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improve the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rdly， this 

paper develops a new method for identifying digital technology embedding section bias， which provides 

practical tools for examining the stylized fac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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